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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贝壳为研究对象，运用生命周期评价（ＬＣＡ）法对贝壳的常规处理方法和３种资源化利用方法的环境影响进行比较。
结果表明，处理１ｋｇ贝壳，方案０（填埋）的环境影响值为１．０４×１０－１４；方案１（代替水泥生产中使用的石灰石）的环境影响值为

－３．７８×１０－１２；方案２（代替浸没式生物滤柱中的陶粒填料）的环境影响值为－１．８５×１０－１４；方案３（代替砂作为建筑材料）的环境影

响值为３．６２×１０－１４。方案１与其他３种方案相比环境效益最大。方案０中填埋过程的环境影响贡献最大，贡献率为５６．６０％；方案

１、方案２、方案３中环境影响最大的环节是贝壳粉碎过程，贡献率分别为８５．７２％、９３．５５％、９８．４８％；３种资源化利用方案主要避免原

材料开采过程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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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类作为我国海水养殖的主要品种之一，其生

产规模及贸易规模均呈增长趋势［１］。２０１６年我国

贝类养殖量１　４２０．８万ｔ［２］，每加工１ｋｇ贝类会产生

３００～７００ｇ贝壳。大连市作为我国主要贝类养殖地
区之一，２０１７年贝类产量１２１．３万ｔ，贝类总产值

１２６．４亿元，每年产生的贝壳废弃物约１８万ｔ，占全
年生活垃圾的近２０％。目前，大连市对于贝壳的开
发利用不足，绝大部分贝壳都作为固体废弃物填埋，

不仅浪费大量资源，还占用土地资源造成污染。近

年来，人们逐渐开始关注废弃贝壳的资源化利用研
究。吴静［３］探讨了贝壳粉作为造纸填料的可能性；

王波等［４］利用贝壳代替石灰石制备贝壳基生态水泥

熟料并对其性能进行了分析；熊小京等［５］以贝壳代

替陶粒填料用于浸没式生物滤柱填充；ＹＯＯＮ等［６］

研究了牡蛎壳作为建筑材料的可能性。

　　生命周期评价（ＬＣＡ）法是一种基于生命周期的
思想，定量和定性评价研究对象能源消耗及环境影

响的环境评估工具［７－９］。ＡＬＶＡＲＥＮＧＡ等［１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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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ＣＡ法对巴西牡蛎壳在两种处理模式下（作为固体
废物和碳酸钙原料）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估，为海洋贝
类利用模式的评价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为对比贝壳在填埋与资源化利用时所产生的环
境影响差异，本研究选取４种贝壳处理方法分别构
建ＬＣＡ模型，评估不同资源化利用方法的环境可行
性，为沿海地区探索建立环境友好的高附加值废弃
贝壳利用模式提供科学依据。

１　ＬＣＡ法介绍

１．１　目标和范围定义
本研究以废弃贝壳的处置方式为研究对象，借

助ｅＢａｌａｎｃｅ软件通过ＬＣＡ法对４种方案的环境影
响进行分析。方案０：常规处理方法，将贝壳作为固
体废物填埋处理；方案１：用贝壳代替水泥生产中使
用的石灰石，贝壳的掺量为４０％（质量分数）［１１］；方
案２：用贝壳代替浸没式生物滤柱的陶粒填料；方案

３：用贝壳代替建筑材料中４０％（质量分数）的砂。

　　研究范围为贝壳作为固体废物填埋处理或资源
化利用的全过程，包括贝壳处置过程中因替代或消
耗部分燃（原）料所产生的开采、运输、能量消耗以及
残余物填埋等过程。为确保分析结果的可比性，取

１ｋｇ贝壳为１个功能单位，所有数据以该单位为准
进行换算。根据设定的研究目标，填埋处理及资源
化利用的系统边界确定如图１所示。因为４种方案
在贝壳废弃物产生之前的过程完全一样，因此不考
虑贝类养殖生长过程的环境影响，均以贝壳为起点。
资源化利用系统以资源化利用为终点，只考虑资源
化利 用 过 程 中 对 贝 壳 加 工 过 程 的 环 境 影

响，不再考虑资源化利用后生产的产品的运输、存

图１　系统边界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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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使用、废弃等过程的环境影响。

１．２　清单分析
贝壳中ＣａＣＯ３的质量分数约为９５％，普通石灰

石中ＣａＣＯ３为８０％，因此方案１中以１ｋｇ贝壳代替

１．１９ｋｇ石灰石计算；方案２中，贝壳与陶粒的密度
相同，因此以１ｋｇ贝壳替代１ｋｇ陶粒计算；方案３
中，以１ｋｇ贝壳可代替０．８９ｋｇ砂计算。

　　大连市贝类养殖加工基地主要集中在庄河市、
长海县和普兰店区。长海县四面环海，长海县的贝
壳在岛内单独进行资源化利用能够带来更好的环境

效益，对其进行贝壳资源化利用的ＬＣＡ结果不能够
代表整个大连地区。为此，本研究进行研究时，假设
贝壳的运输起点为皮口港。皮口港位于普兰店区，
皮口港到贝壳填埋或资源化利用地点的距离可等同

于从庄河市或普兰店区运输至各个处置地点的平均

距离，贝壳均由货车进行运输。方案１中假设贝壳
被运至１０２．０ｋｍ外的大型水泥厂Ａ进行粉碎处理，
经调研，水泥厂Ａ的石灰石来源于距离水泥厂２ｋｍ
的石灰石矿山，开采后的石灰石被运往水泥厂进行
粉碎处理，粉碎１ｋｇ石灰石耗电量为０．００１　７１
ｋＷ·ｈ，此方案避免了石灰石的开采、运输以及粉碎
处理的过程；方案２中假设贝壳被运至距离皮口港

４５ｋｍ的污水处理厂进行粉碎处理，此方案避免了
陶粒填料的生产、运输过程，该污水处理厂的陶粒来
源于距离其２７．８ｋｍ的陶粒生产厂家；方案３假设
贝壳被运至建筑工地进行粉碎处理，贝壳运输的距
离越短，资源化利用的环境影响越小，所以假设贝壳
只被运往１０ｋｍ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取最大值１０．０
ｋｍ进行计算，方案３避免了砂的生产、运输过程，砂
的平均运输距离为２３．４ｋｍ。贝壳运输起点与各资
源化利用终点的区位图如图２所示。以１ｋｇ贝壳
为例，对４种处理方案全过程输入、输出情况进行定
量记录，结果如表１所示。

　　文中选用的数据来源于企业和ｅＢａｌａｎｃｅ软件所含
的３大数据库：中国生命周期基础数据库（ＣＬＣＤ）、Ｅｃｏ－
ｉｎｖｅｎｔ　３．１及ＥＬＣＤ　３．０。其中运输、电力、石灰石开采及
贝壳的填埋数据来源于ＣＬＣＤ，以保证评价结果符合中
国国情。贝壳属于惰性废弃物，贝壳的填埋数据由惰
性废弃物的填埋数据代替，不在清单中列出。

１．３　影响评价
利用ｅＢａｌａｎｃｅ软件对４种方案的环境影响进行

建模与计算，将贝壳不同处置方式的输入输出数据
转化为单一的环境影响值，以便于比较贝壳不同处
置方式的环境影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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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贝壳运输起点与资源化利用终点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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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影响评价结果

　　ｅＢａｌａｎｃｅ软件内置常用的十几种生命周期影响
评价（ＬＣＩＡ）特征化指标及面向全国节能减排政策
目标的指标。本研究选用专家调查法综合指标
（ＩＳＣＰ２００９）所包含的环境影响类别对清单数据的
环境影响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价，８类环境影响类别
为：中国资源消耗潜值（ＣＡＤＰ）、全球变暖潜值
（ＧＷＰ）、可吸入无机物（ＲＩ）、酸化潜值（ＡＰ）、富营
养化（ＥＰ）、固体废弃物（ＷＳ）、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淡水消耗量（ＷＵ），上述环境影响类别基本包括了
目前中国所面临的环境热点问题。ＣＡＤＰ以锑为基
准物质，用于表征中国范围各资源的稀缺程度；

ＧＷＰ以ＣＯ２为基准物质，用于表征温室气体对全
球变暖的贡献；ＲＩ以ＰＭ２．５为基准物质，用于表征
因可吸入无机物造成的人体损害；ＡＰ以ＳＯ２为基准

表１　４种方案的生命周期清单
Ｔａｂｌｅ　１　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ｃｈｅｍｅｓ

项目 数据名称 单位 数值

方案０处理过程输入
惰性废弃物填埋 ｋｇ　 １．００

重型柴油货车（１０ｔ）运输 ｋｇ·ｋｍ　 ６３．４０

方案１处理过程输入
全国平均电网电力传输 ｋＷ·ｈ　 １．２５×１０－２

重型柴油货车（１０ｔ）运输 ｋｇ·ｋｍ　 １．０２×１０２

石灰石开采 ｋｇ　 １．１９
方案１避免过程输入 重型柴油货车（１０ｔ）运输 ｋｇ·ｋｍ　 ２．００

全国平均电网电力传输 ｋＷ·ｈ　 １．７１×１０－３

方案２处理过程输入
重型柴油货车（１０ｔ）运输 ｋｇ·ｋｍ　 ４５．００
全国平均电网电力传输 ｋＷ·ｈ　 １．２５×１０－２

黏土 ｋｇ　 １．１０
水 ｋｇ　 ６．４５×１０－４

方案２避免过程输入
沙砾 ｋｇ　 １．３９×１０－２

铁 ｋｇ　 １．６６×１０－３

煤 ｋｇ　 １．０３×１０－１

重型柴油货车（１０ｔ）运输 ｋｇ·ｋｍ　 ２７．８０

ＣＯ２ ｋｇ　 ４．０７×１０－１

粉尘排放 ｋｇ　 ４．３６×１０－４

方案２避免过程输出 ＳＯ２ ｋｇ　 ２．８３×１０－３

总氮 ｋｇ　 １．２５×１０－３

ＣＯＤ　 ｋｇ　 ５．４４×１０－４

方案３处理过程输入
重型柴油货车（１０ｔ）运输 ｋｇ·ｋｍ　 １０．００
全国平均电网电力传输 ｋＷ·ｈ　 １．２５×１０－２

砂 ｋｇ　 ８．９０×１０－１

方案３避免过程输入
水 ｋｇ　 ４．９７×１０－２

煤 ｋｇ　 １．０６×１０－３

重型柴油货车（１０ｔ）运输 ｋｇ·ｋｍ　 ２３．４０

ＣＯ２ ｋｇ　 ２．４９×１０－３

粉尘 ｋｇ　 ３．８５×１０－６

方案３避免过程输出 ＳＯ２ ｋｇ　 １．３２×１０－５

固体废弃物 ｋｇ　 ４．７８×１０－４

总氮 ｋｇ　 ２．０７×１０－６

ＣＯＤ　 ｋｇ　 ２．０７×１０－７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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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影响类型的环境影响值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项目 方案０ 方案１ 方案２ 方案３
ＣＡＤＰ　 ５．２１×１０－１５　 １．２１×１０－１５ －３．００×１０－１４ －４．０９×１０－１７

ＧＷＰ　 ３．６５×１０－１６　 ３．５９×１０－１６ －６．４６×１０－１５　 １．３４×１０－１６

ＲＩ　 ２．６７×１０－１６　 ２．０２×１０－１６ －１．６８×１０－１５　 ３．３７×１０－１７

ＡＰ　 ８．９６×１０－１６　 ７．９９×１０－１６ －７．６４×１０－１５　 ３．９６×１０－１７

ＥＰ　 １．９３×１０－１５　 １．３８×１０－１５ －１．５１×１０－１４ －１．０５×１０－１６

ＷＳ　 １．２２×１０－１５ －３．７８×１０－１２　 ４．５８×１０－１４　 ３．６２×１０－１４

ＣＯＤ　 ５．５２×１０－１６　 １．７５×１０－１６ －３．４３×１０－１５ －１．６５×１０－１７

ＷＵ　 ３．９６×１０－１８　 １．０２×１０－１７　 １．２４×１０－１７ －２．９１×１０－１８

物质，用于表征酸性气体对酸化的贡献；ＥＰ以磷酸
根为基准物质，用于表征营养物质对富营养化的贡
献；ＷＳ、ＣＯＤ、ＷＵ来源于清单物质，不需要特征化
因子。

　　将４种方案生命周期清单输入ｅＢａｌａｎｃｅ软件，
可以得到各方案在８个环境影响类别上产生的差
异，结果为正值代表在该类别上存在环境影响，结果
为负值代表在该类别上存在环境效益。４种方案对
不同类别的环境影响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可以看出，方案０对８种环境影响类型
的环境影响均为正值，相比其他方案，对 ＣＡＤＰ、

ＧＷＰ、ＲＩ、ＡＰ、ＥＰ及ＣＯＤ的影响最大，而对 ＷＳ及

ＷＵ的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因为贝壳填埋过程不需
要消耗电力，而我国电力主要来源于火电发电，因此
用电情况对 ＷＳ及 ＷＵ具有显著影响；方案１的运
输距离最长，燃料使用最多，导致其对ＧＷＰ和 ＡＰ
影响显著，但方案１的 ＷＳ减少，主要是由于在石灰
石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 ＷＳ，方案１避免了部
分石灰石的生产，因此减少了 ＷＳ的产生；方案２的

ＷＵ和 ＷＳ最大，其余环境影响类型的环境影响均
为负值，可以带来较明显的环境效益；方案３的 ＷＵ
最小，而 ＷＳ较大，说明其可以节约淡水的使用量，
但会产生较多的固体废弃物，对其余６种环境影响
类型的环境影响较小。

　　根据ｅＢａｌａｎｃｅ软件中内置８种环境影响类型
的权重分布，得到４种方案的加权综合环境影响值，
结果见图３。可以看出，４种方案中方案３所带来的
环境影响值最大，为３．６２×１０－１４；其次是方案０，环

境影响值为１．０４×１０－１４；方案３中，生产０．８９ｋｇ砂
所造成的环境影响远小于资源化利用时运输和粉碎

处理１ｋｇ贝壳产生的环境影响，因此该方案造成的
环境影响比贝壳填埋大；方案１和方案２带来的环
境影响为负值，分别为－３．７８×１０－１２、－１．８５×
１０－１４，说明这两种处置方式会带来环境效益，且方
案１带来的环境效益远大于方案２。主要原因是方
案１会减少大量的固体废弃物，仅这一项所带来的
环境效益就远超出方案２的总环境效益。

图３　４种方案的加权综合环境影响值
Ｆｉｇ．３　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ｒｅｈａｎｓｉｖ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ｃｈｅｍｅｓ

２．２　贡献分析

４种方案处理过程及避免过程各环节对环境影
响的贡献分别见表３、表４。由表３可见，方案０中
对环境影响贡献最大的为填埋环节，贡献率为

５６．６０％，说明贝壳常规处理过程中填埋对环境造成
的影响最大。３种资源化利用方案中，对环境影响
贡献最大的均为贝壳粉碎环节，方案１、方案２、方案３

表３　处理过程各环节对环境影响的贡献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处置方案
运输

环境影响 贡献率／％

填埋

环境影响 贡献率／％

粉碎

环境影响 贡献率／％
方案０ ４．５３×１０－１５　 ４３．４０　 ５．９１×１０－１５　 ５６．６０
方案１　 ７．３８×１０－１５　 １４．２８　 ４．４３×１０－１４　 ８５．７２
方案２　 ３．１９×１０－１５　 ６．４５　 ４．６３×１０－１４　 ９３．５５
方案３　 ７．１２×１０－１６　 １．５２　 ４．６２×１０－１４　 ９８．４８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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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避免过程各环节对环境影响的贡献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ｔ　ｅａｃｈ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处置方案
原材料生产

环境影响 贡献率／％

运输

环境影响 贡献率／％

粉碎

环境影响 贡献率／％
方案１　 ３．８２×１０－１２　 ９９．８０　 ５．０７×１０－１６　 ０．０１　 ７．０３×１０－１５　 ０．１８
方案２　 ６．６０×１０－１４　 ９７．０７　 １．９９×１０－１５　 ２．９３
方案３　 ９．１８×１０－１５　 ８６．０４　 １．４９×１０－１５　 １３．９６

粉碎环节的环境影响贡献率分别为 ８５．７２％、

９３．５５％、９８．４８％，运输环节的环境影响贡献也由距
离的增加而升高。由表４可见，避免过程各环节的
环境影响主要来源于原材料生产环节，其对方案１、
方案２、方案３的贡献率分别为９９．８０％、９７．０７％、

８６．０４％；其中，石灰石开采的环境影响值最大，砂生
产的环境影响值最小。而运输距离的贡献相对较
小，说明在避免过程中运输环节并不是产生环境影
响的主要原因。

３　结论与展望

（１）运用ＬＣＡ法分析了贝壳４种不同处置方
式的环境影响，发现方案０的环境影响值为１．０４×
１０－１４；方案１的环境影响值为－３．７８×１０－１２；方案２
的环境影响值为－１．８５×１０－１４；方案３的环境影响
值为３．６２×１０－１４，方案１能有效减少贝壳填埋对环
境的影响，有更好的环境效益。

（２）对不同环境影响类型的环境影响值的分析
结果表明，方案２对于ＣＡＤＰ、ＧＷＰ、ＲＩ、ＡＰ、ＥＰ和

ＣＯＤ这６方面具有很大优势；方案３可以减少

ＷＵ；方案１可避免产生大量 ＷＳ。
（３）方案０对环境影响贡献最大的是贝壳的填

埋环节；３种资源化利用过程对环境影响贡献最大
的均为贝壳的粉碎环节，原材料生产环节是避免过
程中环境影响贡献的最主要部分，运输环节对避免
过程的环境影响贡献不大。

（４）废弃贝壳的资源化利用处于起步阶段，目
前还没有广泛推广应用，通过对清单数据进行分析，
得到废弃贝壳在资源化利用过程产生的环境效益，
可为沿海地区探索建立环境友好的高附加值废弃贝

壳利用模式提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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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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